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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国家反腐治理主体中，国家审计与纪检监察

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国家审计是一项专门的财政经

济监督，重在发现线索，但对查出问题的处理手段缺

乏刚性；纪检监察是一种有强力处置权的权力监督，

重在查处惩治，但以人查事的方式难以深入前期的

具体经济业务环节。两种监督职能的互补性决定了

只有加强协同才能取得监督的叠加效应。这不仅是

《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和《纪检监察机关和审

计机关在查处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的具体

要求，也是当前逐步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重构反

腐监督体系的重大探索。从我国早期推行的经济责

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近期推行的审计与纪检监察

合署办公、审计与纪检监察联动机制来看，尽管建立

起了初步的协同，但还存在审计唱“独角戏”、组织形

式松散、合作“走过场”、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单纯的

外部制度推动协同使得审计与纪检监察职能互补要

素资源相互割离，组织协作缺乏有效的资源平台与

协作机制，无法形成有效的审计监督合力。

在当前大数据环境下，海量数据激增和价值网

络迭代给反腐监督带来了更大挑战，但与此同时，大

数据资源调度与集成技术，跨部门、跨系统协同效应

又为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支持，如何通过技术架构设计数

据资源平台，整合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服务链上的

要素资源，实现资源协同共享与数据精准供给？依托

平台的资源协同效应，如何实现资源动态配置与优

化组合以形成内驱动力，驱动协同演进和协同价值实

现？借助协同驱动动力，剖析协同效应发挥的制度导

向因素，由经验主义的制度模糊协同转变为“数据+
制度”驱动的精准治理协同，提升协同叠加效应，是

当前新监察委体制下加强协同反腐的重要课题。

本文基于多角度的问卷调查样本，对审计与纪

检监察协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实证分析协同质量

的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有效的促进协同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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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政策措施。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一是基于审计

与纪检监察协同的数据缺失，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

分析，聚焦我国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反腐的质量研

究，为国家审计与纪委监察协同治理的质量控制和

管理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二是通过实证分析考察

了国家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质量的影响因素，发现

了单纯的制度协同在实践中的障碍和弊端，揭示了

审计与纪检监察在协同中出现单向配合、质量低下

的根本原因；三是印证了大数据对协同治理的影响

和驱动作用，规范地推导出数据驱动主体行为协同

的内在机理，为同一目标下多主体自组织规律协同

指明了方向。

二、文献回顾

协同源于协同学（Synergetics），由德国学者赫尔

曼·哈肯（Haken）提出，是通过复杂的非线性作用产

生的整体效果放大效应的过程[1]。审计是一种群体

性智力工作，本身就具有构建协同审计系统的基本

特征[2]。西方国家没有纪委部门，审计多与反腐部门

合作，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瑞典国家反腐败办和经济

犯罪署等。国外学者不仅关注审计与外部学科合作

的技术支持，还参考内部审计工作提供的相关审计

证据[3]。我国审计多与纪委、监察委等部门合作，因

为审计监督是一种检查财政财务收支的经济监督，

履责形式是对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

价[4，5]，评价对象是财政财务收支管理绩效[6]；纪检

监察则是一种有强力处置权的权力监督，表现为机

构独立、人员任命独立，监督具有强制性，监督对象

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监督，违反监督制度必须受到惩

罚。由此可以看出，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在职能上具

有较强的互补性，两种监督职能的特性差异为协同

合作、优势互补提供了基础。

对于协同质量的影响因素，根据协同学理论中

协同系统的内在因素（序参量）和外界因素（控制参

量）构成条件，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反腐质量的影响

因素可概括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

主要包括资源协同和制度协同。

资源协同是审计与纪检监察职能互补要素资源

整合集成，实现共享，从而产生整体效应和集体效

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驱动发展的思维方

式已经全方位渗入各行各业。白阳、张心怡[7]认为，

发挥协同创新价值的数据驱动模式应以数据流为基

础、以想法流为核心、以智慧流为应用，构建新型智

库数据驱动服务模式。在数据驱动下，协同能力建设

应依托于数据应用平台，实现数据资源共享[8]。由于

大数据平台资源集聚的乘数力量会激发反腐的内在

动力[9]，可以建立腐败案例数据库[10]，促进反腐资

源共享共用[11]。政府是大数据的最大所有者，大数

据协同治理的关键是公开政府数据。近年来，美国、

巴西、阿根廷等逐步公开政府大数据，从而增强国家

协同治理能力。可见，大数据正推动着全球的国家治

理行动，西方国家对政府大数据的开放态度表明了

各部门深入协同治理的决心，为我国大数据协同提

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在实践中，我国各级政府虽已

建立起各层次的电子政务平台，但由于体制、机制和

部门利益阻碍，导致各平台互不相连，数据开放难、

数据共享难，形成新的“信息孤岛”。政府数据不开

放，机制体制障碍不清除，协同治理就无从谈起。

针对制度协同，王会金等[12]提出了国家审计在

战略、管理、操作层面的协同制度设计。马志娟[13]认

为，审计机关应加快与纪检、监察、司法甚至与社会

审计、内部审计在制度方面的协调配合。吴绒[14]、刘

彬斌和王昭[15]提出制度是驱动协同创新的重要动

力。协同效应发挥不佳，制度不完善、评价不科学等

成为重要原因。推进协同反腐、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建立协同平台等[16]成为学者强调的重点。可见，制

度推进协同的共识已然形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

保证协同的稳定性，但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和执行与

结果“两张皮”，无法推进协同的自组织规律运行。

外部因素主要表现为协同形式。2003年，我国

中央五部委出台了《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

随后，审计与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深圳试点）、审计与

纪检监察联动机制（重庆试点）开启了审计与纪检监

察协同治理的初步尝试。正如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

席会议成员王道成指出，联席会议制度是一个好办

法，为审计监督筑路、为持续发展护航。合署办公最

早开始于广东省，早在2003年广州市开发区审计局

就开始探索审计与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整体合力，

2007 年深圳市坪山新区探索推行审计与纪检监察

“三合一”体制改革，对防治腐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重庆市涪陵区探索了审计与纪检监察预防和查办案

件的联动机制。强调纪检监察与审计监督的部门联

动，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发挥审计

的“侦察兵”作用，把审计结果作为备案材料，建立干

部廉政档案[17]。审计与纪检监察的外部协同形式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协同反腐质量，但由于纪委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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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纪律刚性和监督地位的特殊性，在多数情况

下，协同的实质是一种单向配合。吕燕[18]的调查结

果显示，对于高校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有

66%的人认为实施效果不理想，会议大多只是听取

审计情况汇报，重形式、走过场，审计唱“独角戏”。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假设提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协同的影响因素主要

来自于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主要涉及知识、技术、

信息、资源等多个方面的交叉与融合[19]，包括技术

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本体系统、发展战略的硬环境系

统、政策机制的软环境系统[20]，或者是战略、技术、

制度及信息系统等内部环境，法制、人文、市场等外

部环境[21]。李宇、王俊倩[2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内

部创新驱动对协同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可见，这种源

于内部数据推进的内部资源协同创新驱动机制同样

发挥着重要作用，价值提升的协同行为是由内生和

外生因素共同驱动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内部协同对协同质量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H2：外部协同对协同质量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协同主体很少只依靠自身的知识和资源孤立地

进行创新，各主体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从事价值链上

某一环节的创新性工作。内部创新动力要素与外部

创新动力要素之间则存在着较强的非线性耦合作

用，内部动力机制促进了外部创新机制的提升。因

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内部协同对外部协同产生积极影响。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资源共享、资源整合、优势

互补是提高协同创新能力的关键[23]。从制度创新角

度看，组织战略、组织结构和管理能力是协同创新的

组织保障[24]。还有学者从协同组织、协同形式方面

进行了研究。可见，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制度、资源、协

同组织与形式等是协同的关键影响因素。由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H4：资源协同对内部协同产生积极影响。

H5：制度协同对内部协同产生积极影响。

H6：协同形式对外部协同产生积极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前述假设可知，协同影响因素是由内部协

同和外部协同共同构成的，内部协同是决定因素，外

部协同是导向因素。内部协同主要包括资源协同、制

度协同等内部要素，外部协同主要包括协同形式要

素。内部数据资源优化组合凝聚内驱动力会推动外

部协同形式的不断演化与完善，同样，外部协同形式

的变化也会促进内部协同的发展。根据这些影响因

素的相互关系，得到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反腐的影

响因素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1. 内部协同。

（1）资源协同。包括协同驱动动力和数据资源共

享。驱动动力就是创新驱动能力，基于单纯外部制度

推进的联席会议制度等传统协同的指令化、形式化、

有限信息交流、短期协同局面等造成的非自组织、非

规律性协同障碍，在大数据环境下利用大数据技术

识别协同主体发挥协同效应的内生因子，从资源配

置效率视角进行资源动态配置与优化组合凝聚内驱

动力，促进行为主体连续互动与共识达成，驱动以数

据为中心的动态感知、腐败预测、精准打击的大数据

自协同反腐监督机制达成。数据资源共享则是依托

大数据平台，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技术、资源

调度与集成技术，整合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协同服

务链上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成果资源等

互补要素资源，实现资源协同共享与数据精准供给。

（2）制度协同。在资源协同的驱动下，以现阶段

审计与纪检监察线索互换、信息互通、成果互用等数

据融合为基础，剖析协同效应发挥的外部制度导向因

素，设立大数据网络虚拟协同组织，明确成员之间的

权责关系，规划协同战略、设计协同制度、完善协同

流程，构建信任机制、响应与配合机制、调查处置机

制、案件移送机制等，完善外在制度建设，形成以数据

为中心、以制度为导向的自协同反腐监督常态机制。

2. 外部协同。在内部数据凝聚内驱动力智能驱

动，内部要素互补资源整合集成、协同共享与数据精

准供给，以及内部制度建设、机制完善的导向下，外

部协同的组织形式、组织架构、指挥与协调、响应与

配合等协同形式的选择和协同行动机制的建设，也

是协同质量提升的保障因素。

3. 协同质量提升。通过创新协同驱动动力、整

合协同互补资源、完善协同制度建设、完善协同组织

形式，实现从传统制度协同到数据协同、任务协同，

资源协同

制度协同

协同形式

内部协同

外部协同

协同质量提升
H6

H5
H4

H3
H1

H2

图 1 审计与纪检监察影响因素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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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价值协同的转变，从而提升协同质量和效率。具体

表现为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协同成本降低，协同产

出增加，查处金额、查处问题、移送案件质和量的提

升，协同运行模式由传统的人为组织、会议沟通、制

度规定转为自组织规律运行的常态协同反腐机制。

四、数据来源和指标体系

（一）数据来源

审计质量相关数据获取一般采用两种方法：第

一种方法是用统计年鉴或部门报告公布的审计数

量、审计金额、移送案件等数据间接地衡量审计质

量，但由于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在实践中尚未形成

常态，应用案例不多，成果数据很少，目前几乎无法

搜集现成的数据；第二种方法是通过问卷、实地访谈

等方式获取主观评价和实际工作数据。本文采取第

二种方法，以问卷调查方式针对审计机关工作人员、

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和高校相关研究人员对审计

与纪检监察协同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做出主观评价，

包括定性的问题和逻辑性判断，以真实反映相关人

员的主观认识，因为他们更了解协同治理的需求。

对于测量问卷的设计和收集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试调查阶段。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参

考借鉴并归纳形成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反腐质量影

响因素的14个测量题项，通过问卷专业网站进行线

上试调查，收回 73份问卷。第二阶段：实地调研阶

段。对重庆市审计局和相关区级审计机关、纪委和监

察委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结合审计与纪检监察工

作实际，对上一阶段的测量题项和问卷填写情况进

行意见征求和充分讨论，根据讨论结果对题项进行

增删、修改和凝练，共形成12个测量题项。第三阶段：

正式调查阶段。通过线上微信、QQ等工具和线下实

地向审计机关人员、纪委人员、监察委人员、进行相

关研究的大学教师发放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和相关

系数偏低的问卷，共收集整理出215份调查问卷。

（二）数据指标

最终设计的调查问卷数据指标包括三个方面：

资源协同对协同质量的影响、制度协同对协同质量

的影响、协同形式对协同质量的影响。为度量协同质

量，定义变量Y测量协同质量，定义变量A、变量B、
变量C衡量影响因素。其中A1（大数据平台）、A2（数

据资源优化配置）、A3（政府数据开放）、A4（数据流

动）、A5（数据利用）测量资源协同（Y1）；变量B1（职

能互补）、B2（立法协同）、B3（制度协同）、B4（行动协

同）测量制度协同（Y2）；变量C1（联席会议）、C2（合

署办公）、C3（联动机制）测量协同形式（Y3）（如表1
所示）。每个具体测量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记分

法从“同意”到“不同意”分别赋值 5 ~ 1分：5分为同

意、4分为比较同意、3分为基本同意、2分为不太同

意、1分为不同意。

（三）样本情况

在问卷调研中，为了衡量问卷题项回答的准确

性、权威性并保证调研质量，笔者设计了问卷回答者

的年龄、学历、职称等变量，以反映被调查者的工作

经历、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水平。从样本的总体分

布来看，年龄在40岁左右和中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

重较大，这与被调查人员要有相当的工作经验且是

协同创新的体验者和中坚力量的要求相吻合，说明

样本总体质量较好。样本分布结果如表2所示。

变量分类

资源协同（Y1）

制度协同（Y2）

协同形式（Y3）

序号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C1
C2
C3

测量题项

大数据平台

数据资源优化配置

政府数据开放

数据流动

数据利用

职能互补

立法协同

制度协同

行动协同

联席会议

合署办公

联动机制

表 1 正式测量题项

变量名称

年龄

学历

职称

分类指标

20～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初级

中级

高级

其他

样本个数（人）

48

68

74

25

142

44

24

5

34

64

67

50

所占比例

22.33%

31.63%

34.42%

11.62%

66.05%

20.46%

11.16%

2.33%

15.81%

29.77%

31.16%

23.26%

表 2 样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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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

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质量的影响因素既包括内

部职能融合因素、资源共享利用因素、制度设计因

素，还包括外部环境因素、人力协同因素等。影响因

素之间联系紧密且复杂，需要进行多因素分阶段研

究，既要研究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又要研究各因素

对协同质量的影响及有效路径。因此，本文利用结构

方程建模，研究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质量各影响因

素的相互作用效果，并进行路径分析。

（一）信度分析

为了评价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用SPSS软件

对 215个问卷样本进行试探性因子分析。首先对影

响协同质量的相关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初次分析发

现，变量B4和C3因子载荷低于 0.5，说明该因素对

协同质量影响不显著。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删除B4
和C3这两个题项，结果可以看到，KMO值为0.800，
基本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说明删除该测度题项可

以提升整体信度，故后续分析剔除了这两个因素。再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法旋转抽取出3个特

征值大于1的因子，因子总变异为65.57%。因子载荷

在 0.676 ~ 0.838之间，跨因子载荷均低于 0.4，因子

结构非常清晰。3个变量的Crobach's α系数均超过

0.7 的常用标准。当变量的测量指标少于 6 个时，

Cronbach's α大于 0.6即表明量表是可靠的，在探索

性研究中，α大于0.5就是可接受的。因此，该量表具

有可靠的信度。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二）显著性检验

在此基础上，用 LISREL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CFA），按3个因子拟合模型进行拟合，拟合效

果较好（chi- square=97.54，df=32，RMSEA=0.098，
CFI=0.945，NNFI=0.923，IFI=0.946），除RMSEA值

略偏大之外，其余指标效果较好，考虑到样本数量略

偏小，本文认为RMSEA目前值可接受。标准化因子

载荷在 0.37 ~ 0.77之间，都达到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P<0.01），显示了较好的收敛效度。各因子之间的两

两相关系数加减两倍标准误（即相关系数的 95%置

信区间）均不包含 1（或-1），显示了较好的判别效

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和图2所示。

（三）协同质量关键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再将Y1、Y2、Y3变量与全部X变量用 LISREL
软件验证路径影响关系模型，可以看到模型拟合效

果较好（chi-square=225.04，df=59，RMSEA=0.115，
CFI=0.901，NNFI=0.868，IFI=0.902），除RMSEA值

略偏大外，其余指标效果较好，考虑到样本数量略偏

变量

资
源
协
同

制
度
协
同

协同
形式

题项编号与内容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C1
C2

大数据平台

数据资源优化配置

政府数据开放

数据流动

数据利用

职能互补

立法协同

制度协同

联席会议

合署办公

标准化
因子载荷

0.77
0.69
0.64
0.55
0.55
0.44
0.37
0.56
0.76
0.73

t值

12.74
12.67
8.79
10.28
9.43
9.76
9.38
10.45
8.49
8.27

α 系数

特征值

累计解释变量（%）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C1

C2

因子1
协同形式

0.819

3.902

28.632

0.756

0.773

0.697

0.759

0.777

因子2
制度协同

0.878

1.459

49.206

0.822

0.790

0.711

因子3
资源协同

0.940

1.196

65.507

0.822

0.806

表 3 针对协同绩效的试探性因子分析与可靠性分析

表 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图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chi-square=97.54，df=32，p-value=0.00000，RMSEA=0.098
VAR 105.00

VAR 94.36

VAR 86.31

VAR 77.64

VAR 67.23

VAR 59.13

VAR 48.80
VAR 39.34

VAR 27.27

VAR 17.21

KSI 1

KSI 2

KSI 3

12.74
12.67
8.79

10.28
9.43

9.76
9.38

10.45

8.49

8.27 0.00

0.00

0.00

7.44

5.13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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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本文认为RMSEA目前值可接受。结构方程模型

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如表5和图3所示。

从以上检验结果可以看出，H1、H2、H3得到了

验证，表明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内部数据驱动、制度

建设、资源协同对协同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外部协

同组织形式选择对协同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内部

协同对外部协同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说明，在大数

据环境下，通过内部数据凝聚内驱动力智能驱动，审

计与纪检监察职能互补要素资源协同共享，协同制

度机制完善推动，加以外在高效的协同组织配合，对

协同质量有极大的提升作用。H1支持力度较弱，原

因主要在于：一是样本数量有限，二是政府数据开放

推动协同这个指标尚未得到认可。虽然以数据为驱

动的内部协同当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在认识

上也有偏差，但却是未来协同创新的重要研究领域，

需引起高度关注。同时，H4、H5也得到了验证，表明

数据资源和制度建设对内部协同有显著影响，协同

的自组织规律运行是资源驱动作用下和制度稳定作

用下的共同结果。然而，H6未得到验证，说明外在的

不同协同形式对外部协同没有显著影响，对协同创

新而言，创新能力主要来自创新主体内部，相比之下

对外在形式的变化和环境变化不是太敏感。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内部驱动动力、资源融合、制度设计是影响协同

质量的关键因素，外部协同组织形式、人员配合、行

动协调是影响协同的保障因素。虽然外部因素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协同质量，但不同的组织形式选择

对外部协同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外部协同只有在

内部资源协同、制度协同的推动下才会发挥显著的

效果。在当前新监察委体制和大数据环境双重背景

下，深入挖掘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的关键影响

因素，不仅是提升反腐监督效能的现实需求，而且是

深化新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探索。据此，本文特提出

如下对策建议。

1. 挖掘内驱动力，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审计

与纪检监察协同反腐内驱动力机制。内部协同是协

同驱动的主要动力，是内部资源优化配置、数据流

动、数据利用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当前大数据环境

下，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技术给各行各业都带来了颠

覆性变革，以数据驱动为主导的协同创新系统研究，

已逐渐成为学者和实践领域关注的重点。以大数据

思维突破传统物理区域屏障和信息梗阻，整合审计

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协同服务链上同质异构要素资

源，以资源配置效率理论实现资源动态配置与优化

组合，形成内驱动力驱动协同演进，是推进国家审计

与纪检监察协同治理的最优实现路径。因此，依托大

数据技术和大数据平台，整合集成审计监督与纪检

监察协同服务链上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

源、成果资源等互补资源，形成数据驱动动力，通过

数据驱动理论和行为决策理论分析内部资源集聚驱

动行为主体连续互动与共识达成的机理规则，确立

内驱动力驱动协同演进的主体地位，是推进协同反

腐的动力源泉。

2. 加强制度保障，制定“以制度为导向”的审计

与纪检监察协同反腐制度。数据是资源，制度是保

障。依靠单纯的数据反腐和单纯的制度反腐都难以

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以数据为中心驱动协同行

为的同时，还应辅以制度保障，各取所长，互相弥补，

才能达到审计监督的“无影灯”效果。在大数据反腐

利器下的制度设计，应转变观念、通力协作，纪委部

门应放下身段、协调互动，与审计机关共同制定年度

审计计划、共同研判审计案件、充分利用审计成果。

以现阶段审计与纪检监察线索互换、信息互通、成果

互用等数据融合为基础，剖析协同效应发挥的外部

路径

内部协同→协同质量

外部协同→协同质量

内部协同→外部协同

资源协同→内部协同

制度协同→内部协同

协同形式→外部协同

路径系数

0.20
0.24
0.43
0.51
0.25
0.08

t值
1.37
3.21
7.01
5.85
3.37
-0.90

对应假设

H1
H2
H3
H4
H5
H6

检验结果

弱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

图 3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

chi-square=225.04，df=59，p-value=0.00000，RMSEA=0.115

VAR 135.87

VAR 125.26

VAR 116.42

VAR 107.55

VAR 97.20

VAR 89.26

VAR 79.00
VAR 69.32

VAR 57.43

VAR 47.44

KSI 1

KSI 2

KSI 3

12.86
12.86
9.16

10.11
9.34

9.78
9.46

10.37

8.89
8.63

ETA 1

ETA 2

ETA 3
3.37

0.90

5.85 1.37

3.21

VAR 1 0.00

VAR 2 0.00

VAR 3 0.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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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导向因素，设立大数据网络虚拟协同组织，明确

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规划协同战略，设计协同制

度，完善协同流程，构建信任机制、响应与配合机制、

调查处置机制、案件移送机制等，完善外在制度建

设，实现协同行为从指令化到制度化、从行政指挥到

制度导向的转变。

3. 完善“联席会议”“合署办公”“联动机制”等

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形式。协同是目的，形式是手

段。根据前面的分析，虽然外部协同对协同质量不会

产生显著影响，但却会影响协同的稳定性和效率。对

于审计与纪检监察的协同形式我国一直都未停止探

索的步伐，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审计与纪检

监察合署办公、联动机制的试点尝试都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协同监督的发展。因此，在当前中央审计委

员会和国家监察委体制环境下，应以数据驱动为动

力、以制度保障为导向，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协同方

法、完善协同形式，构建新时期审计与纪检监察协同

大监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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